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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手术类型、手术方式以及人群的术后新发心房颤动（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POAF）发病率存在较大差异。非心脏胸外科手术后 POAF在围术期较为常见，

这可能与炎症反应、氧化应激以及交感神经激活等多种原因有关。虽然多数房颤表现为无症

状或是一过性，但越来越多研究表明 POAF 会增加住院时长和费用及远期心血管不良事件的

发生率。因此，识别 POAF 发生的危险因素并监测其预测指标，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

早期预防、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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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new-onset atrial fibrillation (POAF) 

varies widely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surgery, surgical procedure, and 

population. POAF is more common in the perioperative period after noncardiac 

thoracic surgery and may be related to a variety of causes, includ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oxidative stress, and sympathetic activation. Although most atrial 

fibrillation is asymptomatic or transient, sever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POAF 

increases the length and cost of hospitaliz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long-term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Therefore, identifying the risk factors for POAF 

and monitoring its predictive indicators will enable more targeted early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OAF. 

【 Keywords】 Non-cardiac thoracic surgery  Postoperative new-onset atrial 

fibrillation Mechanisms  Complications Prevention 

引言 

围术期新发房颤是指既往无房颤病史的患者，在接受外科手术期间或术后短

期内(通常指 30 天内) 新发生的房颤，其中发生在术后者又称为术后新发房颤

(POAF)[1]，是继发性房颤的一种。在接受心脏手术的人群中，POAF是一个常见问

题，发生在多达三分之一的患者身上。在非心脏手术中，以胸科手术 POAF 发生

率较高，可达 10%-20%[2]，大多数病例发生在术后第 2-4天。既往 POAF 被认为是

一种短暂且可逆的现象，临床意义不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

到 POAF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卒中风险和总体死亡率等
[3]。本文对非心脏胸外科手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机制、危险因素、预防措施等方

面做一简要综述。 

1、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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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AF的发生机制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一些可能是预先存在的，另一些

可能与手术相关，主要包括炎症反应、氧化应激以及交感神经激活，并且受

到术前、术中和术后因素的影响[4]。 

1.1 氧化应激 

有报道指出，心肌氧化损伤会导致心房收缩受损、肌原纤维能量改变和

心房有效不应期缩短。在快速心房起搏的动物模型中，心肌氧化损伤与心房

电生理重塑和更高的心房颤动诱导性有关[5]。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

(NADPH)氧化酶在心肌或血管壁中产生依赖性超氧化物（ROS）与多种心血管

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6]。人心房肌细胞能够通过吞噬型 NADPH 氧化酶产生

ROS，并且该 ROS 在持续性或阵发性 AF 患者中增加[7]。一项前瞻性研究结果

显示心房 NADPH 氧化酶活性可能是 ROS 介导 POAF更敏感的预测因子，其活

性与术后心房颤动风险增加独立相关，该氧化酶系统可能是心房氧化应激的

关键介质，导致手术后发生心房颤动[8]。 

1.2 炎症反应 

炎症因素如白细胞计数和 C反应蛋白的升高与房颤的发病机制有关。一

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结果提示术后发生心房颤动的患者术前和术后中性粒

细胞/淋巴细胞（N/L）比值更高，且术后 N/L 比值越高，心房颤动发生率越

高[9]。流行病学研究表明，C 反应蛋白与 AF 的存在和未来发生 AF 的风险之

间存在关联。在病例对照研究中，患者 C反应蛋白显著升高，并且 C反应蛋

白水平与心脏复律是否成功恢复至窦性心律显著相关，此外，与阵发性心房

颤动患者相比，持续性心房颤动患者的 C反应蛋白升高更明显[10]。 

1.3 交感神经激活 

有研究发现交感神经激活在手术后房性心律失常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作

用。与未发生 POAF的患者相比，发生 POAF 的患者术后去甲肾上腺素水平显

著升高[11]。一项前瞻性随机双盲研究将神经递质抑制剂肉毒杆菌毒素注射到

心外膜脂肪垫中用于预防房性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动物模型试验，结果显示在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后 30天

内肉毒杆菌毒素组 POAF 的发生率为 7%，安慰剂组为 30%。在 30 天至 12 个

月的随访中，肉毒杆菌毒素组均无复发性心房颤动，安慰剂组复发性房颤发

生率为 27%，且在 1 年的随访中未观察到并发症[12]。这一研究结果提示交感

神经在 POAF 的发生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抑制交感神经的激活将会有效

降低其发生率。另外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接受 CABG后发生 POAF的患者

术前血浆醛固酮水平更高。这一研究提示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在

POAF 的发生当中有潜在作[13]。 

2、POAF 并发症 

大多数患者在手术干预之后发生的房颤会自发地转变为窦性心律，因此

许多临床工作者质疑诊断和治疗这种有明显自限性心律失常的必要性，然而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POAF 会显著增加住院时间和费用，并与各种不良心血

管事件（包括卒中、心力衰竭和死亡率）相关[14]。 

2.1心力衰竭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指出，POAF患者的心力衰竭住院风险低于先前已诊

断为房颤的患者，但高于无房颤的患者，这表明在接受非心脏胸科手术且既

往无房颤病史的患者中，术后发生心房颤动与心力衰竭住院事件有关。这些

发现强化了 POAF 对不良预后的影响，并表明 POAF可能是识别亚临床心衰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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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心衰风险升高患者的危险因素
[15]
。 

2.2脑卒中 

一项大型回顾性队列研究在排除了术前罹患脑血管疾病以及入院时标

记已有房颤的患者的情况下，最终确定 1729360例患者，其中有 24711例患

者在住院期间出现新发围手术期心房颤动，非心脏手术住院后 1 年，围手

术期房颤患者的累积卒中发生率为 1.47%，无房颤患者的累积卒中发生率为 

0.36%。考虑潜在混杂因素的 cox比例风险分析，在住院手术的患者中，围手

术期心房颤动与缺血性卒中的长期风险的增加有关，并且非心脏手术后围手

术期心房颤动与缺血性卒中的关联性比心脏手术更加显[16]。一项纳入了 8项

研究的 Meta 分析指出，从长期来看，POAF 的发展使卒中风险增加了 4 倍，

其中报告的长期数据的两项研究中指出，与无 POAF 的患者相比，POAF 患者

的死亡率更高[17]。 

2.3其他并发症 

2018 年发表的另一项大规模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比较了非心脏手术后发

生和未发生 POAF 的患者的结局风险，与术后未发生 POAF 的患者相比，

POAF 患者发生血栓栓塞、心房颤动再住院和全因死亡率的相关风险更高[18]。  

3、危险因素及预测指标 

2019年一项纳入 335例食管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提示，高龄、男性、有

心脏支架或心绞痛病史、术前 B 型脑钠肽(B-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100pg/ml、开放手术、术中输血以及淋巴结与心包粘连是食

管癌根治术后房颤的危险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的术前预防，有可能会

降低术后房颤的发生率，大大改善患者的预后[17]。另一项纳入 2588 名接受

肺、食管、胸壁或纵隔肿块切除术患者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与 POAF 发生相

关的因素，经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得出高龄、男性、心力衰竭及既往心律失

常是 POAF 的独立相关因素[19]。目前，多项研究已证实高龄是术后心房颤动

发病率增加最有力的危险因素。 

有学者提出，术前血浆 BNP水平升高是术后心房颤动的有力且独立的预

测指标[20]。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研究人员选取了 400名拟行肺癌根治术

的患者，并在手术前 24 小时和术后 1 小时测量了氨基末端 B 型钠尿肽原

（N-terminal pro-BNP，NT-proBNP）水平。结果显示有 88例（22%）患者出

现了围术期 NT-proBNP 升高，其中 71 例（80%）为术前升高，17 例（20%）

为术后升高。在 71 例术前 NT-proBNP 升高的患者当中 POAF 发生率为 68%，

显著高于术前 NT-proBNP未升高的患者（7%）。在 17例术后 NT-proBNP升高

的患者当中 POAF发生率为 47%，明显高于术后 NT-proBNP未升高的患者（5%）。

当同时考虑术前和术后 NT-proBNP 值时，围术期 NT-proBNP 值升高的患者

POAF 发生率为 64%，同样高于围术期 NT-proBNP 值未升高的患者（5%）。因

此术前或术后出现 NT-proBNP升高的患者与 NT-proBNP处于正常水平的患者

相比，房颤的发生率更高[21]。Gurgo等人评估了 55 例接受择期胸外科大手

术的患者，在术前和术后第一天测定 NT-proBNP 水平，发生 POAF 的患者术

前 NT-proBNP水平显著升高，而术前 NT-proBNP≥113pg/ml的患者发生 POAF

发生率增加 8倍[22] 

有研究纳入了一组接受非心脏胸外科手术的癌症患者，试图推导并验证

一种临床预测模型，以对患者术后心房颤动进行风险分层。入选的 856 例患

者中 147 例（17.2%）发生 POAF，经多变量分析显示，男性、高龄，术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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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图心律≥72 次/分是 POAF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三个易于获得的临床变量

（年龄、性别、术前心率）制定的临床预测规则主要应用于指导识别高危患

者并对其进行连续心电监测，同时对具备高危因素的患者给予针对性治疗[23]。 

4、预防措施 

       4.1 β受体阻滞剂 

根据 2020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心房颤动诊断和管理指南中推荐（ I 类，证据等级 A），围手术期 β 受体

阻滞剂是心脏手术患者预防 POAF 的主要药物。但在非心脏手术中预防性使

用 β 受体阻滞剂与严重的术后不良事件的增加有关，该指南不鼓励使用

（III 类危害，证据等级 B）[24]。一项纳入了 8351名接受非心脏手术患者

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对其中 8331 名患者完成了 30 天的随访。结果显示，

美托洛尔组发生心血管事件 244 例（5.8%），显著低于安慰剂组（290 例，

6.9%）；美托洛尔组发生心肌梗死 176 例（4.2%），同样低于安慰剂组（239

例，5.7%）。然而，美托洛尔组的死亡 129例（3.1%），明显高于安慰剂组（97

例，2.3%）（p=0.0317）；美托洛尔组发生缺血性卒中 41例（1.0%），同样高

于安慰剂组（19例，0.5%）（p=0.0053）[25]。由此可见，尽管与安慰剂相比，

围手术期使用美托洛尔降低了 30 天内发生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和有临床

意义的心房颤动的发生率，但该药物也增加了死亡以及发生缺血性卒中的风

险。 

4.2 胺碘酮 

胺碘酮是一种抗心律失常药物，已被证明可有效治疗与手术无关的心房

颤动。另外，胺碘酮已被广泛应用于预防心脏手术后的心房颤动，并且还被

证明可有效降低肺切除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一项纳入了 130 例接受肺叶

切除术、双叶切除术或全肺切除术患者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将所有患者分

为胺碘酮组和对照组，胺碘酮组在麻醉诱导前连续静脉输注 24小时胺碘酮，

术后口服胺碘酮 400mg，每天两次至出院。结果显示，胺碘酮组的房颤发生

率为 13.8%，明显低于对照组 32.3%房颤发生率（p = 0.02；相对风险降低 

57%），另外胺碘酮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但无统计学差异。两组在肺部并

发症及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方面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预防性使用胺

碘酮可显著降低肺切除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率[26]。在在另一项前瞻性随机对

照试验中，实验组连续输注胺碘酮 96小时（总剂量为 4200mg），并在麻醉诱

导时调整速率为 0.73mg / min（43.75mg / h），对照组则未接受胺碘酮预

防，结果显示预防性静脉注射胺碘酮可使食管切除术后心房颤动的相对风险

降低 62.5%，相应的减少住院时间和费用。此外，胺碘酮预防治疗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相对较低[27]。 

4.3 他汀类药物 

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了 131 名接受过肺或食管切除术的患者，有 38 

例（29%）术后 3天内发生心房颤动，术前使用他汀类药物与 POAF 发生率降

低 3倍相关，这表明术前应用他汀类药物可能是发生 POAF的保护性因素[28]。

另一项纳入了 21项前瞻性研究包括 11608名非心脏手术的患者的 Mate分析

结果提示，使用胺碘酮、β受体阻滞剂或他汀类药物进行药物预防可降低非

心脏手术后 POAF 的发病率，钙通道阻滞剂、地高辛和镁剂对术后心房颤动

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影响。应用胺碘酮和他汀类药物可以使短期不良事件的

总体风险相对较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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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皮质类固醇 

另外，由于炎症是促进 POAF 的关键机制，有学者认为抗炎干预在降低 

POAF 风险方面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一项对 50 项随机对照试验的 3323 名

患者进行 meta 分析结果表明，与安慰剂组相比，预防使用皮质类固醇可以

降低心房颤动的发生风险以及减少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时间，低剂量皮质类

固醇在降低心房颤动风险方面与高剂量皮质类固醇一样有效[30]。 

5、治疗策略 

围术期新发房颤处理的总体原则大致与非手术相关房颤的处理原则一

致[1]。心房颤动治疗强调长期综合管理，即在治疗原发疾病和诱发因素基础

上，积极预防血栓栓塞、转复并维持窦性心律及控制心室率。 

5.1 转复并维持窦性心律 

将房颤转为窦性心律的方法包括药物复律、电复律、射频消融治疗等。

对于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房颤患者，优先使用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复律。胺碘酮

是目前常用的维持窦性心律的药物，特别适用于合并器质性心脏病的病人。

其他维持窦性心律的药物还包括普鲁卡因胺（ⅠA 类）、普罗帕酮（ⅠC 类）

以及伊布利特（Ⅲ类）、决奈达隆等，但临床疗效均不及胺碘酮。而对于血动

力学不稳定的房颤患者，尽快转复窦性心律、稳定血流动力学状态是治疗的

关键，因此优先使用复律速度快的电复律[31]。电复律是房颤患者心脏节律转

复为窦性心律的一种重要治疗方式，多数患者经过电复律后都能成功转复为

窦性心律，但仍有 16%～25% 的患者会出现复律失败[32]。在电复律前预先给

予抗心律失常药物可以提高患者的转复成功率，口服低剂量的胺碘酮能够提

高转复的成功率。射频消融是目前被广泛接受且安全、有效的房颤治疗技术。

近年来涌现出如 HPSD 射频消融、Marshall 静脉无水乙醇化学消融、脉冲消

融等新技术、新理念，在提高房颤治疗的有效性及降低房颤治疗的复发率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33]。 

5.2 控制心室率加抗凝治疗 

临床研究表明，持续性房颤的病人选择控制心室率加抗凝治疗，其预后

与经复律后维持窦性心律者并无明显差异，且简便易行，更适合于老年人。

控制心室率的药物包括β受体阻滞剂、非二氢吡啶类的钙通道阻滞剂、洋地

黄制剂和某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胺碘酮、决奈达隆），可单用也可联合应用。

早期指南推荐要对房颤患者进行严格心室率控制，即静息心室率＜80 次/分
[33]，但基于循证医学的证据，最新的指南普遍推荐对房颤患者进行宽松心室

率控制，即静息心室率＜110次/分[33]。并且达到心室率控制目标以后，应行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监测。房颤病人栓塞的发生率较高，因此抗凝治疗是房颤

治疗的重要环节。对于合并瓣膜病的病人，需应用维生素 K 拮抗剂如华法

林进行抗凝，同时需要患者每月至少监测 1 次国际标准化比值

(internationalnormalizedratio，INR)，要求 INR为 2.0~3.0。目前新型口

服抗凝药如达比加群、利伐沙班、阿哌沙班酯等主要应用于非瓣膜性房颤的

患者，与华法林相比均可降低缺血性脑卒中、颅内出血、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房颤持续不超过 24小时，复律前无需抗凝治疗，超过 24小时的房颤应在复

律之前接受华法林有效抗凝治疗 3周，待成功复律之后继续治疗 3-4周，或

行超声心动图排除心房血栓后再行复律，复律成功后仍需华法林有效抗凝 4

周。紧急复律治疗可选用静注低分子量肝素抗凝。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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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分析了非心脏胸外科手术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机制、并发症、

危险因素及预测指标。目前胸外科 POAF 的许多危险因素逐渐明确，依据其

危险因素筛选出高危人群对其进行预防性治疗是必要的，同时临床工作者需

要密切监测和个性化治疗。目前为止，对非心脏胸外科手术 POAF 的研究依

然有限，仍需要大量研究来明确其机制、预测因子及管理策略，优化治疗方

案以改善 POAF 的预后、降低各种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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